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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原因”笔谈】
编者按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对世界政治尤其是落

后的东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它在 70 多年之后的轰然坍塌同样震惊了世界，影响着世界政治格局
的发展与变迁。这样一个大国的兴起与衰落，充满着种种谜团，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话题。在苏联解
体 20 周年之际，本刊邀约了在这一领域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围绕苏联解体原因———从斯大林体制、党
政关系、党群关系、政治文化、改革的方式等角度———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现予以刊出，以飨读者。

青出于蓝胜于蓝
———中苏改革斯大林模式之比较

叶书宗
( 上海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34)

201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也是苏联剧变 20 周年。苏联共产党创建于 1898 年，1917 年胜
利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于 1949 年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横空出世的社会主义中国，对于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照搬苏联经验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毫不奇怪，中国社会主义实
质上是中国版的斯大林模式。毛泽东尽管从 1955 年开始，着手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直到他
逝世，中国社会主义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
恩格斯曾说，18 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倡导的，具有“永恒真理”、“永恒正义”、“基于自然

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的“理性王国”，在现实世界里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①社会主义国
家是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无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但是，现实世界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斯大林模
式，既拒绝现代市场经济，又抵制民主法制，实在是有着太多、太严重的弊端。社会主义要前进、国家要
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关键是改革斯大林模式，完成社会主义体制转型。

1953 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就着手改革斯大林模式，以求实现体制的转型。可是，苏联的多次改
革，始终冲不破斯大林模式的狭窄樊笼，终于导致剧变，以苏联的崩溃，结束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历史，

实现转型。而中国则在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走上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走出斯大林模式的怪圈，成功地实现体制转型。中国社会主义转型，不仅开创了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也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方向。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人们不能不思考:中国和作为“老大哥”的苏联，同是改革斯大林模式，祈求体

制转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迥然不同的结局呢? 综观两国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就不难发现，苏联的

历次改革，都是着眼于一个个具体问题。而中国的改革则是从理论问题着手，首先打破了“两个凡是”
的思想桎梏，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思想认识上拨乱反正。接着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做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来的决策。这样，中国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斯大林模式。正是由于中苏两国改革斯大林模式的



不同起点，才导致后来改革的不同结局。
众所周知，斯大林模式的理论支撑，斯大林模式的灵魂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1928

年 7 月 9 日，斯大林在联共( 布) 中央全会上几次强调:“应该得出结论说，随着我们的前进，资本主义分
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
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尖锐化。”①斯大林扭曲事实，虚构出来的这一“理
论”，成为斯大林指导苏联种种政策、措施的总纲。苏联在随后实施的种种政策、做法，诸如反布哈林的
“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农业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阶级、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大清洗，包括民族集体迫
迁等种种决策都是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具体做法。中国照搬斯大林模式，从根本上说就是接受、秉承，甚
至发扬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诸如此类无时无刻、无休无止的革命，不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在中国的大
发扬吗? 因此，如何认识、对待“阶级斗争尖锐化”这根斯大林模式的“中枢神经”，自然就关系到改革斯
大林模式的结局。
应当说，斯大林死后，苏共最高领导层，对于改革斯大林模式，有着一定的共识性和主动性。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逝世。3 月 10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后斯大林时代的第一次会议。接
替斯大林生前职务的马林科夫就在会上提出:“我们认为，对个人崇拜的政策必须加以制止。”为此，苏
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委托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负责对报刊实施监督;责成赫鲁晓夫负责审查有关纪

念斯大林的文章。② 3 月 25 日，苏联部长会议立即修改了已定的、严重脱离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 1953
年建设计划，停建包括伏尔加———波罗的海运河、鞑靼海峡海底隧道等工程在内的五项大型水利工程，
十一项交通运输工程，四家大型企业。这些紧急出台的措施，实际上是叫停斯大林的“政绩”工程。苏
联部长会议还责成苏联国家计委修改 1953 年经济建设计划，责成苏联财政部修改 1953 年各部收支平
衡表，以求国民经济运行的均衡。
在实行非斯大林化方面，动作最大的要数在新的苏共中央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中，排名第

二的苏联内务部部长贝利亚。他于 1953 年 3 月 13 日成立了侦查小组，重新审理一些特大案件;对内务
部率先改革，将原属内务部管辖的一些生产、经营、建筑单位，移交给苏联其他各部;重新审理被斯大林
以莫须有罪名定罪的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案件。贝利亚还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在各类劳改营服
刑的 2526402 名“罪犯”中，有孕妇 6286 名、孩子不满 2 岁的妇女 35505 名、50 岁以上的老人 238000 名，
对他们宜实行大赦。③ 这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批准。4 月 4 日，贝利亚发布命令: 禁止对被捕人员采
取任何强制和体罚措施。命令说:“苏联内务部查明，国家安全部机构的侦查工作中存在以下情况: 粗
暴地曲解苏联法律，逮捕无辜的苏联公民，肆意伪造侦讯材料，大量采用各种刑讯手段———毒打被捕者，
将双手反拷在背后一昼夜、个别情况竟长达数月，长时间地不准睡觉，剥光衣服关在冰冷的单人囚室里，
等等。”④该项命令揭露说:国家安全机构的侦讯人员用这类残暴的“审讯方法”，将无辜的被捕者搞得体
力衰竭、心力憔悴，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所谓反苏、间谍、恐怖活动的‘供词’，偷偷塞给他们”。⑤国家
安全机构就以侦讯人员提供的这类“供词”为依据，给被捕者定罪。应当说，贝利亚大胆地率先揭了斯
大林模式的最为丑恶的烂疮疤。当天，苏联就公开为曾经轰动世界的“医生间谍案件”平反。
这里并不是对贝利亚作什么重新评价，而只是根据解密的苏联档案，对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所采取

的改革斯大林模式的最初行动，作简要如实的介绍。就在此时，由于改革斯大林模式的不当，引发了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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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最高领导层的权力之争。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人沿袭斯大林的做法，于 6 月 26 日，逮捕了贝利亚及
其亲信，并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宣布贝利亚的“罪行”。7 月 9 日晚，全国党、政、军干部分别参加干部会
议，听取传达关于逮捕贝利亚，以及剥夺贝利亚一切党、政职务的通告。7 月 10 日，塔斯社报道:几天以
前，苏共中央举行了全会，听取并讨论了马林科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做的关于贝利亚罪行的报

告，贝利亚被作为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敌人，开除出苏联共产党。12 月 23 日，塔斯社宣布:根据最高
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对贝利亚处以死刑。本文毋需评述已基本厘清真相的“贝利亚事件”，这里只是
认为:改革斯大林模式刚刚起步，贝利亚就这样被推上祭坛，是苏联改革斯大林模式只着眼于具体问题

的结果。“贝利亚事件”表明，苏联是奉着斯大林模式的灵魂，改革斯大林模式;它既是苏联改革斯大林
模式的悲哀，也是改革的不祥预兆。
接下来发生的历史也确实如此! 以后出台的改革斯大林模式的每一项措施，几乎都引发最高领导

层内部的激烈争论，改革的意图扭曲、改革的措施变形，改革陷入权力纷争的政治旋涡。
最初，停止个人崇拜，在苏共新的最高领导层中，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是，是悄悄地“制止”，还是

“反对”，抑或是公开“揭露”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苏共中央主席团发生分歧了。因为具体揭露
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危害，必然牵涉仍在台上的不同人的不同责任。此外，披露一直以来被严加封锁的任
何历史事实，不仅会使仍在台上的领导人们的神圣光环失色，而且势必动摇权力基础。毫不奇怪，反对
个人崇拜问题，成为改革斯大林模式启动后，苏共中央高层领导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
关注民生、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入，调整外交方针等问题，也是如此。
斯大林时期，由于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轻工业萎缩，造成工业结构畸形。多年来，人民一直忍

受生活必需品的严重匮乏之苦。加大对轻工业的投入，生产能满足人民大众日常生活需要的各种消费
品，几乎是苏联民众对政府的渴望。1953 年 8 月 8 日，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的演说
中，就提出:要以发展重工业那样的关注度和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要在 2—3 年内大大地增加
供应居民的各种消费品。就在这次演说中，马林科夫也提到:集体农庄的实物和现金收入很少，畜牧业
发展不顺利。马林科夫承诺:政府将提高畜产品和蔬菜的收购价格;高价收购农民完成义务交售制以外
的农副产品;减低农业税额等等。
关于外交的基本方针，马林科夫提出:巩固和平，保障各国人民的安全，不是策略和外交手腕问题，

而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① 从马林科夫的演说来看，至少可以做出如下判断:马林科夫决意全面调
整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全面调整的基本决策是当时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同意的。
可是，在接下来的这些政策的调整中，苏共最高领导层内部又发生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先后导

致 1953 年 9 月马林科夫辞去苏共中央书记职务。在垦荒问题、发展轻工业问题上发生的激烈争论，是
否应在苏共 20 大上公开揭露个人崇拜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导致中央主席团内部矛盾激化，直至发生
1957 年 6 月的“马、卡、莫‘反党集团’事件”。在处置“反党集团”事件中，赫鲁晓夫虽然取胜，实际上有
侥幸的成分。这种侥幸的成分，也导致赫鲁晓夫因改革的失败而被赶下台。勃列日涅夫当政后的新经
济体制改革，开始一段时间还颇有起色。由于也是着眼于具体问题，当改革深入下去之后，部分各级当
权者出于利害关系，立即声讨新经济体制改革是要复辟资本主义。于是，全国上下大批特批“市场社会
主义”，最终使新经济体制改革无声无息地消失。
总之，苏联的改革都着眼于具体的问题。无论改革哪一个具体的问题，都牵涉各级当权者的利益，

苏共各级领导层就发生分歧、争论。如此这般，决定了改革的失败结局。
中国的改革，不同于苏联。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毛泽东身后留下的问题着实是中国的巨大包袱。像斯大林一样，
毛泽东也搞个人崇拜。至于具体问题，1955 年的“肃反运动”，制造的几乎都是冤假错案; 1957 年“反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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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演说》，《新华月报》1953 年第 9 期。



派斗争”，55 万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群中，很多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实际上几乎都是错划
的; 1959 年的“反右倾斗争”，又是冤狱。至于“文化大革命”，更使全国上下干部遭殃，学校停办、教育
事业瘫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知识分子进“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科学文化事业整体断裂。
其余像“三面红旗”、“三线建设”等等，留下的也几乎都是烂摊子。回顾 36 年前中国的状况，无论是问
题的成堆之多、急需解决之迫切、严重之程度，实在比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更糟糕。
所幸邓小平高瞻远瞩，谋略过人。中国的改革，并不是就事论事地拘泥于一个个具体问题，而是首

先否定了“阶级斗争尖锐化”这一错误理论，驱散了斯大林模式的灵魂，挖掉了斯大林模式的根。全党
和全国人民因而重新认识了国家的神圣，明确了国家的根本、基本职能在于强国富民。具体来说就是:
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理论上拨乱反正之后，才去平静地解决具体问题。解决具体问题时，邓小平坚持对事不对人。在解

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意见。对此，邓小平强调: “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是了，
就实事求是干下去。”①对于违法乱纪的人和事，通过司法程序处理。这样，从根本上说，中国改革斯大
林模式是按照国家法制程序进行，而不是像苏联那样，仍然奉着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去改
革斯大林模式。
中苏两国同是改革斯大林模式，由于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起点，就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结局。这才是:

青出于蓝胜于蓝!

非世界历史性:苏联剧变的重要成因

韦定广
( 南京政治学院 上海分院，上海 200433)

所谓“苏联剧变”，既指共产党丧失政权，也指由此导致的苏联解体。为什么这样一个几乎集中了
全部权力的大党、老党及其国家在经历了 74 年的风风雨雨后，却在朝夕之间惨遭此命运? 原因自然是
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在国内外学者的讨论中时常被忽视，那就是苏共执政中的非世界历史性特征。
“世界历史性”，是马克思最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重要概念。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只
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世界历史性存在是以世界普遍交往为事实前提，在性
质上与地方性或地域性存在相对立，后者意味着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仍然处于相互隔绝、闭关
自守状态。如果这样，那么共产主义非但难以避免贫穷甚至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且还只能“处于地方
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② 综观 20 世纪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知
道，苏联共产党执政可以说成也在斯大林模式败也在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既具有深刻的国
内背景，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几十年国际经济、政治的重要反映;不但打上了斯大林个人思想文化、
性格特征的烙印，而且也代表着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共产党类落后国家执政的共同特点。从国内外学术
界对于斯大林模式在社会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基本取得共识的分析来看，③非世界历史性应该是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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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31 页。
引文及基本思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6 － 87 页。
目前国内外对斯大林模式在体制方面主要特征的概括，主要有下述九种:超级集中或超级集权体制;行政命令体制;兵营式保守

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早期社会主义;专横官僚体制;战时体制;极权主义体制和共产主义极权体制。陆南泉等人主编的《苏联兴亡史论》
从三个方面概括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高度集中、军事性和封闭性。( 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65 － 466 页)


